
仙居下汤遗址通过四个年度2250平方米的发掘，揭示了距
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
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心台地和外围人工土台上遗迹
丰富，有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
渠、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

外围人工土台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围绕
中心台地分布。这一聚落形态和结构，以及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级
墓葬的出现，更新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结构的认识。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文化，纵贯本
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始终，完善了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
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
的重要实证。遗址保存完好，各类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为多
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为复原和重建早期农业社会提供
了有力支撑，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
重要样本。目前，属地党委和政府正在加快推动考古遗址公
园和考古博物馆建设，为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作出贡献。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仙居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仲召兵

上山文化典型器物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江淮遗珍，楚风绝唱”。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
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
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证。

王陵规制，独步江淮。武王墩墓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
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车马坑长达
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逾 14米，墓坑
深达20米，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

九室棺椁，文字密码。“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
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
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
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礼乐重器，文明交融。出土文物逾万件，礼器组合完整
震撼：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磬瑟鼓的乐器体系，
刷新了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漆木器纹饰华美，龙凤案、耳
杯等器物融合中原与楚地风格，印证了楚文化对秦汉艺术
的深远影响。

以俑代殉，礼制革新。西室280件木俑阵列，仪仗与乐舞分
工清晰，体现出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迁。这一“明器
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渊源。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项目负责人：宫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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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地
处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在中
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寺
洼遗址内涵极为丰富，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发掘出一处马家
窑文化大型聚落，发现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
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

“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
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
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
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
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上述发现展现了4800
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
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
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容，
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是
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实证了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郭志委

““围壕围壕（（沟沟））””西南角内侧拐角西南角内侧拐角（（上为北上为北））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发掘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大学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夏格旺堆

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
重要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
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距今 4800-2000 年）也最为清晰的
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
问题。

玛不错聚落演变脉络清晰，各时期的聚落布局和遗迹类
型自有特点，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
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藏新石器阶段聚落考古与社会研究提
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资料。

该遗址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 DNA、古人类
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
了人类在海拔 4400米以上的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
杂性和连续性。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对西藏考古，
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意义。

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器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一是周原遗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也是西周乃至先秦
考古中罕见的大发现。首次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
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
遗址中发现 3 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
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发现的阙如。东周遗存的
发现与美阳地望的确认，也是战国考古的重大收获。

二是促进了诸多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确认
了周原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是先周文化近百年研究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三重城墙的发现，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展
过程豁然清晰。有力推动了周代营国制度的深入研究。近300
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国族名
等诸多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学。

三是田野工作理念与方法是先秦大遗址考古的典范。以
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大型建筑作为田野考古
的“金钥匙”与“总开关”，系统划分功能区并以功能区作为聚
落研究主要考古单位，等等一系列田野考古新理念新方法的
探索，是近年周原考古取得大发现的根本缘由，对先秦时期大
遗址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种建荣

有字卜骨有字卜骨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
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
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

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
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 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 100万平方
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王朝
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
力见证。

新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巨大为西周封国之
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前所未见。结合钻探所知夯土
分布状况，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
研究的重要突破。

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
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
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

贵族墓葬 M1902 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

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是北京城市建
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
代家族树，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发掘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郭京宁

作册奂器组合及作册奂器组合及““太保墉燕太保墉燕””铭文铭文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
重大突破，是先秦及秦汉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为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珍贵实证。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
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
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
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
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可以确定上蒜第一小学
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城址连续叠压的三期城墙、大型木结构遗迹和
水井等发现，既与遗址河网密布的聚落生态密切相关，也反
映了滇中地区古代先民因地制宜的城市营建理念，是研究
云南高原古代人地关系等问题的重要考古材料，丰富了秦
汉时期边疆城市考古研究的内涵。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
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实证了《史记》《汉书》

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也弥补了汉代
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
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
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云南大学
项目负责人：蒋志龙

封泥

莫尔寺遗址经过六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
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
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
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理清了遗址的
兴衰历程。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

1.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废弃于9世纪末10世
纪初，延续约900年，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
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
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
进了丝绸之路佛教考古、我国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国化
研究。

2.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
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
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
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佛教
进入西域、疏勒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
国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有

力见证。
3.莫尔寺遗址实证了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

的有效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
在考古工作理念上，重视发掘和保护利用、宣传传播同

步开展，编制了保护利用规划，推动申报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考古成果，
取得良好的学术和社会效益。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发掘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肖小勇

石膏佛教造像残件

盘龙城遗址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
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近年考
古工作践行大考古工作理念，聚焦长江流域文明进程学术问题，
从遗址发掘、科学研究到价值诠释，展开十年持续性的考古工作。

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
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
程；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
器的认识；探索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
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
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

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践行长江流域文明溯源研究与传
播展示，工作成果展现出最早中国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模式，
以及早期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互动所催发出的璀璨
文化。新发现为深化了解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黄河与长
江的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材料。

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成为国际合作研究与教学
的示范，并进一步促进了当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有效

将学术成果向公众转化，切实做到了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传承长江千年文脉，体现出本项考古工作重要社会价值。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发掘单位：武汉大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项目负责人：孙卓

杨家湾M17出土金片绿松石兽面形器

濛溪河遗址距今8-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
段，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
息，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
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
埋藏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主要材料包括：

1.独具特色的硅化木小石器与骨器、木器构成的立体工
具体系，显示出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生产生活方式
和认知能力。

2.丰富的植物遗存组合前所未有，包括核桃、橡子、花
椒、接骨草等，为认识世界范围内早期现代人采集行为提供
了唯一性的新材料。结合特殊类型动物群，将被认为发生于
距今2-1万年的食物广谱革命推前至距今8-6万年，改写学
术界关于人类对动植物资源利用历史的认识。

3.系列刻划线条、图案，是东亚首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
象征性行为证据，显示了东亚早期人类思维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4.该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包含 86处以硅化木为主
要原料制作小型石器的遗址群，填补东亚早期现代人演化研
究的关键时空及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过去被认为“落

后”的东亚古人群有独特的聪明才智，不仅继承了本地的石
器技术传统，还创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机质材料的工具，
发展出复杂的适应生存行为。

该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发现，是对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
研究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郑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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